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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∗ 

 
丁  迪 

 
【内容摘要】  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，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

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、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。美国政府

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、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

挂钩，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、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、

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。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，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

知、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“投入愈多、损失愈多”的悖论中。安全化

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，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

善。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，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

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，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。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

极端，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，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

的风险。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，美国政府需

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，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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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中，除传统安全议题外，美国时常将中美关系中

的经贸、科技甚至文化等非安全议题安全化，以此为由来污名化或打压中国。

自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“竞争对手”并发动全面对华竞争后，① 安全化

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手段。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经贸关系安全

化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从理念到行动的重大转变。随着大国竞争叙事的确立，

安全化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常态。传统安全化理论将安全化视为一种言

语操弄过程，重视其运作细节，而忽视其对大国关系发展的影响。由于安全

化已经从中美关系中的“例外政治”转变为一种常态，探究美国对华关系安

全化的表现形态，揭示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与未来走向，对认清中美关

系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。当前，美国精英阶层的“反华共识”已成

为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直接动因。② 中国的实力提升与美国的政治文化、

政策偏好共同加速了美国对华关系的安全化。③ 安全化已成为美国操弄地缘

政治关系、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。④ 安全化操弄也成为美国应对外部“挑

战”的重要手段。在这一趋势下，在国内层面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向基础

设施建设、公共卫生与人文交流等政策领域外溢。⑤ 在国际层面，美国对华

关系安全化导致“中国威胁论”扩散，美国对华竞争风险外溢。⑥ 

面对中美关系一系列严峻变化，我们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回应，扭

转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局面。 

第一，为何美国政府的安全化操作能够逆转中美关系？在美国政府的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 The White House, December 

2017, https://trumpwhitehouse.archives.gov/wp-content/uploads/2017/12/NSS-Final-12-18-2017- 
0905.pdf. 

② Andrew S. Campion, “From CNOOC to Huawei: Securitization, the China Threat, and 
Critical Infrastructure,”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, Vol. 28, No. 1, 2020, pp. 47-66. 

③ 大量针对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研究证明，竞争压力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共同作

用导致了在经贸与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安全化问题。参见刘露馨：《大国竞争、精英联盟与制

度变迁——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》，《当代亚太》2021 年第 3 期，第 75—109
页。 

④ 赵宏图：《国际能源转型进程中的能源安全新挑战》，《国家安全研究》2022 年第 6
期，第 88—104 页。 

⑤ 陈小鼎、李珊：《“穿着铠甲”的大国：美国公共政策的安全化》，《世界经济与政

治》2022 年第 8 期，第 55—82 页。 
⑥ Abdur Rehman Shah, “Revisiting China Threat, The US’ Securitization of the ‘Belt and 

Road Initiative,’ ”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, Vol. 8, 2021, pp. 84-104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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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操弄下，中美经贸关系被认为对美国安全构成“威胁”，美对华关系安全

化改变了经济关系具备的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功能，将中美相互依赖关系

视为美国的“安全威胁”，美国政府因此采取经济“脱钩”政策。安全化对

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构成了颠覆性挑战，仅从话语建构的角度来分析显然无法

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。 

第二，在现实利益受损的情况下，美对华关系安全化为何依然继续发

展？美国不断突破政治与市场规则限制，肆无忌惮地以“安全”为由打压中

国，短期内实现了其所谓安全目标，但却降低了美国政府的信誉，损害了其

企业与民众的利益。传统上被视为临时性政治手段的安全化操作成为长期战

略，这种不断安全化的现象是安全化理论不曾涉及的问题，那么在安全化导

致利益受损的情况下，是何种机制抑制了利益诉求，维持了安全化政策？ 

第三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战略层面将导致何种后果，是否会彻底改

变中美关系？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影响力的扩张，在国际层面对与中国相关的

问题进行安全化操作，其拉拢盟友反华的行为已导致对华关系安全化外溢。

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有何限度，是否会最终演变为安全困境？ 

总之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已在理念、手段和政策目标上突破了传统安

全化理论范畴，需要从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来理解。本文认为，安全化是一

种客观现象，是社会成员对潜在风险的自然反应。在分析美国对华关系安全

化时，应跳出传统的安全化研究侧重分析安全化实现过程的局限，着重分析

安全化现象对政策的影响。在中美关系问题上，安全化的政策影响主要集中

于身份认知、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。通过分析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表现

形态不难发现，美国政府对安全化的滥用导致产生一系列悖论。分析这些悖

论产生的根源与未来走向，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发展的趋

势，把握安全化现象对大国关系的战略影响。 

 
一、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表现形态 

 

通过安全化议程摆脱国内政治的制约，赋予决策者优先决断权的现象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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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见，但针对一国进行系统性、全方位的安全化操作却十分罕见。这种系

统性、全方位的安全化操弄，使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呈现持续深

化、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、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的状态。 

（一）理念层面的安全化走向纵深 

观念对政策的塑造是政策得以实施的前提。基于对中国国家身份的“他

者化”塑造，美国决策者确立了中美利益冲突的基本框架。① 美国对中国的

定位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“建设性战略伙伴”演变为当前的“竞争对手”，

这不仅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的重新定位，而且代表着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理念

在发生变化。理念层面的安全化因素不断强化，导致美国在中国国家身份的

定位、战略意图与关系模式三个维度呈现过度安全化趋势。 

第一，固化中国的“他者”身份。冷战结束伊始，美对华政策较为积极。

2005 年，美国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·佐利克（Robert Zoellick）提出“负

责任的利益攸关方”概念，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，赋予中国

“合作者”的身份。② 弗雷德·伯格斯滕（Fred Bergsten）在 2006 年提出中

美 G2 的概念，建议美国与中国分享世界经济领导权。③ 2009 年 9 月，美国

时任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·斯坦伯格（James Steinberg）提出“战略再保证”

（strategic reassurance）概念，以期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。④ 2009 年 11 月奥

巴马访华期间，双方发表《中美联合声明》，美国明确表示欢迎一个强大、

繁荣、成功的中国，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。⑤ 这一声明代

表了中美两国稳定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景。但在特朗普政府时期，中国被定义

为“挑战美国力量、利益和影响力的战略竞争者”“对手”和“修正主义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, “The Failures of the ‘Failure of Engagement’ with China,” The 

Washington Quarterly, Vol. 42, Issue 2, 2019, pp. 99-114. 
② 门洪华：《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稳定：进程、评估与中国担当》，《人民论坛·学术前

沿》2023 年第 13 期，第 6—29 页。 
③ Fred Bergsten, “A New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,” The United States 

and the World Economy: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, Washington, D C: 
Peterson Institute, 2005, pp. 3-61. 

④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. O’Hanlon,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: US-China 
Relations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, 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2014. 

⑤ 《 中 美 联 合 声 明 》 ， 外 交 部 网 站 ， 2009 年 11 月 17 日 ，

https://www.mfa.gov.cn/web/ziliao_674904/1179_674909/200911/t20091117_9867933.shtml。 



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

 
5 

家”。① 中国被视为“美国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的破坏者”，意识形态上的

“敌对身份”被进一步确认。② 拜登执政后，美国政府仍将中国视为“国际

秩序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”③。中国的“他者”身份已然固化。 

第二，强化中国的“反美”战略意图。奥巴马政府时期，美国对中国的

敌意并不明显。④ 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，美国开始恶意解读中国的战略

意图。2013 年中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2015 年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

银行，均被美国解读为“挑战现有国际体系”的信号。⑤ 特朗普政府时期，

“中国反美”的叙事变得更为明确。2017 年的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》报告

从多方面对中国进行污名化。此后，特朗普政府将“中国对美威胁”领域进

一步扩大，指责“中国企图威胁美国的核心价值与民主制度”⑥。拜登政府

延续这一做法，布林肯声称“北京的愿景将使我们远离过去 75 年来保障世

界持续进步的普世价值观”⑦。这些表态是脱离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断，也是

美国为将中国塑造为“对手”而采取的举措。 

第三，中美关系模式意识形态化。在身份定位与战略意图安全化基础上，

中美双边关系模式也被过度安全化。传统上，中美关系被双方视为发展经济

与维持战略稳定的抓手，⑧ 但特朗普政府将这种关系模式视为“威胁”，⑨ 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 The White House, December 

2017, https://trumpwhitehouse.archives.gov/wp-content/uploads/2017/12/NSS-Final-12-18-2017- 
0905.pdf. 

② 节大磊：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》，《国际政治科学》2020 年第 2 期，第 84—
108 页。 

③ Antony J. Blinken, “The Administration’s Approach to the People’s Republic of China,” 
U.S. Department of State, May 26, 2022, https://www.state.gov/the-administrations-approach 
-to-the-peoples-republic-of-china/. 

④ 黄钊龙、韩召颖：《美国战略界关于对华战略的争论》，《东北亚论坛》2023 年第 4
期，第 34—49 页。 

⑤ 王缉思、李侃如：《中美战略互疑：解析与应对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，

第 5—9 页。 
⑥ 常晓燕：《战略意图认知、信号与中美战略竞争》，《国际关系研究》2021 年第 2

期，第 119—133 页。 
⑦ 《布林肯国务卿在乔治·华盛顿大学的讲话：本届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》，

美国国务院网站（中文版），2022 年 5 月 26 日，https://www.state.gov/translations/ chinese/。 
⑧ 袁鹏：《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》，《国际安全研究》2013 年第 1 期，第 60—63 页。 
⑨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 The White House, December 

2017, https://trumpwhitehouse.archives.gov/wp-content/uploads/2017/12/NSS-Final-12-18-2017 
-0905.pdf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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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政府不再视中国为一个“可以合作的国家”，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稳定模

式被零和博弈、大国对抗取代。① 拜登执政后，美国虽然试图降低中美关系

中的对抗性，但依然无法改变中美关系模式日益安全化的趋势。拜登政府强

调中美之间的价值观对立，② 这种逻辑导致中美关系模式意识形态化。 

（二）议题层面的安全化横向扩散 

美国对华关系在议题层面的安全化包括两个过程：一是将具体议题（如

贸易、科技等）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，将其转变为安全议题；二是寻找这些

“威胁”的责任者，即所谓“威胁代理”，将美国与“威胁代理”之间的关

系转变为所谓的“存在性威胁”。③ 这种议题的横向扩散以中美经贸关系为

起点，通过科技与人文关系进一步加强，最后向传统安全领域渗透，呈现迅

速扩散的泛安全化特征。 

第一，作为起点的经贸关系安全化。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便提出“经济

安全就是国家安全”的口号，将国家安全的外延拓展至经贸领域，导致美国

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。在特朗普政府看来，经济安全的实质是美国经济持续、

稳定获利的能力与对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权。失去了这些，美国将失去繁荣

与安全。在美国的安全化叙事中，中国利用所谓“不公平贸易”损害美国经

济的获利能力，成为经济安全的“威胁代理”。拜登政府部分延续了这一主

张，认为“中国通过其经济政策和实践，扭曲全球贸易，对美国的生产、投

资乃至消费造成损害”④。经贸关系的安全化叙事立足美国现实利益，特朗

普政府通过将国内经济、就业问题与中美经贸关系挂钩，以安全利益替代经

济利益，让中国承担美国安全利益受损的责任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安全化。 

第二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向科技与人文领域扩散。科技优势是美国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Wu Xinbo, “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of Sino-U.S. Competition,” China International 

Studies, No. 2, 2023, pp. 30-51. 
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, The White House, October 2022, https://www.whitehouse. 

gov/wp-content/uploads/2022/10/Biden-Harris-Administrations-National-Security-Strategy-10.202
2.Pdf. 

③ 潘亚玲：《安全化、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》，《外交评论》2008 年第 3
期，第 51—59 页。 

④ “2022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21 Annual Report,”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, 
March 2022, https://ustr.gov/sites/default/files/2022%20Trade%20Policy%20Agenda%20and% 
202021%20Annual%20Report%20(1).pdf. 



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

 
7 

家安全的核心利益，科技霸权已内化为美国的政治文化、政治正确规范与战

略政策指引。① 中美经贸关系被安全化后，与此密切相关的中美科技关系也

被纳入安全化议程。2021 年 10 月，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（NCSC）

向美国企业和大学发出警示，称与中国实体在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、生物技

术、半导体和自主系统五个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存在风险，声称中国已

制定全面的国家计划，致力于在这些领域占据主导地位。② 中美科技关系被

视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，当中国科技发展被认为“侵害美国利益”

时，中美科技合作便被视为“美国国家安全的存在性威胁”。 

中国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自信也被美国建构为“安全威胁”，这

使中美人文交流成为安全叙事的又一重要内容。③ 特朗普政府时期，随着中

美人文交流的安全化，“威胁代理”从中国政府扩大到美国华人群体及亲华

民间组织。拜登政府对中美人文交流的安全化行为略有收敛，但在政策上仍

坚持“价值观主导”，在相关领域对中美交流的限制并未放松。④ 中美人文

交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难以摆脱安全化叙事的影响。 

第三，美国对华关系的安全化延伸到传统安全领域，造成双边关系的进

一步紧张。安全化概念起源于非传统安全，但在美对华关系安全化背景下，

传统安全也受到安全化影响。在美对华安全叙事中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

相互融合，深刻影响中美政治与军事关系。例如，特朗普政府认为经济发展

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，使中国的对外行为具有“进攻性”特点。⑤ 2018

年 6 月，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·马蒂斯在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的讲话

中声称，“中国在政治上怀有改写现存全球秩序的长期计划……中国正试图

在周边复制传统‘朝贡体系’，将其影响力从单纯的经济层面扩大至安全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蔡翠红：《大变局时代的科技霸权与“超级权力”悖论》，《人民论坛》2019 年第 4

期，第 17—27 页。 
② 丁迪：《超越生物防御：“两用性”安全叙事与美国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》，《国际

安全研究》2022 年第 6 期，第 113—150 页。 
③ 张文宗：《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》，《和平与发展》2019 年第 2

期，第 1—18 页。 
④ 周琪：《美国对中国科技“脱钩”的战略动机及政策措施》，《太平洋学报》2022

年第 8 期，第 1—25 页。 
⑤ FY 2019 Defense Budget, U.S. Department of Defense, https://dod.defense.gov/Portals/1/ 

Documents/pubs/FY2019-Budget-Request-Overview-Book.pdf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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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乃至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层面，对美国构成竞争性挑战。”① 中国所奉

行的军事和对外战略正在全方位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基础，颠覆美国的联

盟体系、全球机制与规范。②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紧密结合、互相促进，

安全化操作延伸至传统安全领域，将更多安全要素纳入战略稳定框架中，对

原有的安全与战略稳定机制产生冲击。③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以政治动员的

方式展开，赋予民粹主义势力影响战略稳定机制的权力。然而在现实中，代

表民粹主义的特朗普并不具备管理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能力，其为了攫取政

治利益夸大“中国威胁”，以能力评估代替战略意图分析，用臆断的叙事替

代理性的安全态势分析，不负责任地破坏过去由外交与军事领域专业官员悉

心维护的大国战略信任。这种行为可能导致既有战略稳定机制失控，持续不

断地制造风险和危机。 

作为回应，中国将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视为其打压中国、维护霸权、攫

取利益的手段。2023 年 2 月，中国发布了《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》

报告，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对华打压的不满，将美国滥用政治军事、经济金融、

科技文化霸权的行径视为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。④ 基于这一认知，

中国在面对美国在各领域的打压时，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。例如，中国先

后通过了《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》《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》等，确立反制裁法体系，积极应对美国的

对华政策。 

（三）外交层面的安全化持续外溢 

作为安全化的始作俑者，美国主要从三个方面塑造对华安全叙事。 

第一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散布“中国威胁论”。例如，美国联合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 James N. Mattis, “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the U.S. Naval War College,” 

Department of Defense, June 15, 2018, https://www.defense.gov/Newsroom/Transcripts/ 
Transcript/Article/1551954/remarks-by-secretary-mattis-at-the-us-naval-war-college-commenceme
nt-newport-rh/. 

② 岳圣淞：《政治修辞、安全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》，《世界经济与政治》2021
年第 7 期，第 78—103 页。 

③  Salma Shaheen, “Securitization of Deterrence: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ic Stability,” 
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tudies, Vol. 11, No. 2, Winter 2022, pp. 1-21. 

④  《 美 国 的 霸 权 霸 道 霸 凌 及 其 危 害 》 ， 新 华 网 ， 2023 年 2 月 ，

http://www.news.cn/2023-02/20/c_1129381937.ht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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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宾扰乱南海地区秩序，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。① 美国勾结日本在科技、

海洋与台湾问题上进行安全化操弄，联合组织多层次反华网络。美国拉拢欧

盟将中国的 5G 等技术产品安全化，动员欧洲国家在科技产业领域与中国实

现部分“脱钩”，打压中国科技企业，共同构建针对中国的同盟体系。② 

第二，美国将中国对外友好关系安全化。例如，美国对中国与南太平洋

地区国家的合作大肆进行污名化，将中国与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外交合作视

为中国扩张影响力、企图控制重要海上通道的战略行为。③ 美国阻止以色列

扩大与中国的科技合作，也试图阻挠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进，将安全化由

地缘政治向国际科技与经济合作领域拓展。此外，美国逼迫其他国家在中美

之间选边站队。总之，美国政府利用安全化手段扩大安全利益的外延，破坏

他国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，试图限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。 

第三，美国将中国建构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“安全风险”。例如，特朗

普政府把中国在南海地区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污蔑为“危害自由贸易，

威胁其他国家主权，破坏地区稳定”④；美国还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

指责为制造“债务陷阱”；⑤ 美国把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与贸易关系污名

化为“拉拢与腐蚀”拉美国家的手段；⑥ 美国将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合

作视为“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挑战”。⑦ 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行为逻辑，继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孙吉胜：《叙事与安全危机建构：以美国的安全叙事为例》，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（哲

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2 年第 6 期，第 51—60 页。 
② European Union, “Competition: EU-US Launch Joint Technology Competition Policy 

Dialogue to Foster Cooperation in Competition Policy and Enforcement in Technology Sector,” 
The European Sting, December 8, 2021, https://europeansting.com/2021/12/08/competition-eu-us- 
launch-joint-technology-competition-policy-dialogue-to-foster-cooperation-in-competition-policy-a
nd-enforcement-in-technology-sector/. 

③ Ashish Kumar Sen, “A Rising China has Pacific Islands in Its Sights,” United States 
Institute of Peace, July 23, 2020, https://www.usip.org/publications/2020/07/rising-China-has- 
pacific-islands-its-sights. 

④ 陈慈航：《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——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

察》，《当代亚太》2019 年 3 期，第 95—128 页。 
⑤ “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mbassador John R. Bolton on the Trump 

Administration’s New Africa Strategy,” The White House, December 13, 2018, 
https://trumpwhitehouse.archives.gov/briefings-statements/remarks-national-security-advisor-amba
ssador-john-r-bolton-trump-administrations-new-africa-strategy/. 

⑥ 芦思姮：《美国复兴“门罗主义”，搅动中拉关系》，《世界知识》2019 年第 16 期，

第 56—57 页。 
⑦ 叶圣萱：《美国对中国参与南太平洋事务的认知和反应》，《战略决策研究》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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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意抹黑中国的海外活动，制造舆论破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。 

综上所述，美国将对华关系从理念到议题领域都深度安全化并外溢到对

外关系层面，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，并具有以下特征。

一是观念安全化先行。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基础是“他者”与“敌人”身

份的建构。二是安全化全域覆盖。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不是个案，而是向政

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领域延伸。三是安全化政策目标聚焦于恶化双边关系。

美国政府在经济、科技与文化领域的安全化操作，最终的落脚点均为中美整

体关系而非具体议题。四是安全化脱实向虚。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发展由具体

议题转向观念，再向社会价值层面渗透。概言之，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纵横

两个方向上深入与扩张，并向其他地区与国家外溢。中美关系被安全化后，

导致双方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乃至军事领域的对立与冲突日趋凸显。 

 
二、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政策悖论 

 

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激化了两国矛盾、恶化了双边关系、提高了大国冲

突风险，并未对改善美国安全环境起到积极作用。尽管如此，美国依然不遗

余力地推行其安全化政策，形成“愈实施安全化政策愈不安全”的悖论。 

（一）身份认知悖论 

美国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美对华关系安全化的重要一环。通过对中

国的“他者”身份的建构，强调中国对美国的敌意，在理念层面确立对华安

全化政策。国家身份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概念，身份问题确定了安全问题中

的“自我”与“他者”，并形成敌对性的“他者”身份。① 当身份叙事被安

全化后，导致主体性安全化，安全建构将脱离现实利益分析，更多地由主观

认知所决定。② 在传统理性主义视角下，身份由国家利益界定，身份建构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第 2 期，第 14 页。 

① Ken Booth, “Security and Self: 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,” in Keith Krause and 
Michael Williams,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: Concepts and Cases, London: UCL Press,1997, p. 6. 

② Catarina Kinnvall, “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: Self-identity, and the Search 
for Ontological Security,” Political Psychology, Vol. 25, No. 5,2004, p. 74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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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化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，决定了“本体性威胁”建构的成败。① 因此，

通过对现实利益分析就能对国家间敌友关系作出合理预判。然而，当身份建

构脱离国家利益，而是由主观话语操弄决定时，安全化就可能脱离国家利益

的约束，成为话语操弄者利益的表达。 

在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发展过程中，对华身份认知存在明显的主观性

偏差，先入为主地将中国视为“安全威胁”，以主观认知而非客观事实为依

据，并在消除威胁的惯性思维下对华采取行动，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走

向极端。② 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，美国民粹主义快速兴起，先

后爆发了“茶党”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，最终在 2016 年特朗普赢得总统选

举后达到巅峰。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反移民、反全

球化、反自由贸易，主张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。中国被视为全球化

的主要受益者，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民粹主义者的“敌人”。以极端的意识

形态偏好替代理性的国家利益分析，中国的“他者”身份逐渐被固化。 

美国民粹主义者试图建构一个“敌人”并将其击败，以此来解决美国现

实社会中面临的问题。但事实上美国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产生的一系

列社会问题，是其自身社会经济制度及长期发动对外战争等诸多因素共同导

致的，简单将其归咎于中国自然无法得到解决。将中国建构为“敌人”只会

阻碍与中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，限制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。2019

年 5 月，拜登在竞选活动中试图改变对中国的“敌对”身份界定，但最终在

舆论压力下不得不继续坚持中国的“他者”身份叙事。③ 在这一背景下，美

国对华关系出现一个奇怪现象，即美国虽然在应对国内外诸多问题时急需中

国的合作，但却依然持续强化中国的“他者”身份，导致双边合作受阻、政

策选择受限，从而形成了越强化中国的“他者”身份，现实困难越多，转而

又不得不继续强化中国的“他者”身份的悖论。这一身份建构的悖论，成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John McCormick, Carl Schmitt’s Critique of Liberalism Against Politics as Technology, 

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7. 
② Andrew Stephen Campion, “From CNOOC to HUAWEI: Securitization, the China Threat, 

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,”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, Vol. 28, No. 1, 2020, pp. 47-66. 
③ 《被媒体追问下表态，拜登：美国最大威胁是俄罗斯，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》，环球

网，2020 年 10 月 26 日，https://world.huanqiu.com/article/40RP0fx9RZ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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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脱离现实与理性，滑向极端的“死结”。随

着“他者”身份的强化与固化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进程也加速发展。 

（二）政策动机悖论 

哥本哈根学派认为，安全化是一种将常规政治转化为特殊政治的手段，

安全化动员有利于社会整合及社会认同的强化。① 这一现象在美对华关系安

全化中表现为：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者利用安全化叙事，改变中美关系

常规形态，以政治动员方式煽动民意，推动激进反华政策的实施。当常态政

治下的政策权限无法满足决策者对华政策的基本诉求时，就启动安全化进

程、泛化“中国威胁”，进而将所有涉华政策议题包装为“紧迫安全议题”，

成为美国决策者获取更大权力、按照主观意志实现“全政府”对华战略的优

先选择。② 

特朗普政府利用在经贸、科技、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安全化叙事，进行广

泛的政治动员，与劳工阶层结成政治联盟，③ 使跨国公司与大企业等支持全

球化的势力边缘化，④ 打破传统美国国内政治格局，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。

同样，拜登政府也获得了对华关系安全化的政治利益，将对华关系安全化作

为弥合国内外分歧的重要手段。拜登政府执政后，面对的是一个内部政治分

裂、外部同盟体系松散的局面，因此其将“与中国竞争”作为“内聚民心、

外结盟友”的舆论动员工具。在国内实现政治整合，平息国内政策上的争议；

在国际上重新团结盟友，重塑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。⑤ 拜登政府的安全

化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政治效果，在两党政治分歧尖锐化的背景下，应对“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Elizabeth Wishnick, “Dilemmas of Securitization and Health Risk Management in the 

People’s Republic of China: The Cases of SARS and Avian Influenza,” Health Policy and 
Planning, Vol. 25, No. 6, 2010, pp. 454-466. 

② Michael Magcamit, “Explaining the Three-way Linkage between Populism, Securitization, 
and Realist Foreign Policies: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the Pursuit of ‘America 
First-Doctrine,’ ” World Affairs, Vol. 180, No. 3, 2017, pp. 6-35. 

③ 金君达：《从 2020 年美国大选看美国共和党的“工人政党”转型》，《美国问题研

究》2021 年第 1 期，第 127 页。 
④ 张文宗：《美国涉华经济利益集团与中美贸易摩擦》，《美国研究》2019 年第 6 期，

第 70 页。 
⑤ 韦宗友、张歆伟：《拜登政府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”与中美关系》，《美国研究》2021

年第 4 期，第 109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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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中国的挑战”获得了广泛支持，拜登政府多项政策措施得到落实。① 

将对华关系安全化并采取强硬措施成为美国一些政客取得政绩的“良

方”。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动机本质上是为了赢得国内政治竞争，而非所谓的

维护美国“安全利益”。一味对华强硬，甚至将对华政策推向极端，并不能

给美国带来实质性利益。美国的所作所为最终损害的依然是普通民众的利

益。在对外关系上，美国通过对中国的污名化与安全化叙事，破坏其他国家

正常的对华政治与经济合作，强迫这些国家选边站队。极端安全化也导致美

国对华政策变得更具对抗性与冒险性，从而使美国又陷入一个“愈推动安全

化政策愈不安全”的悖论。 

（三）手段选择悖论 

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在政策层面的具体表现是以制裁、打压与遏制取代沟

通、协商与合作。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在这一取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首

先，在中美经贸问题被安全化后，美国从 2018 年 3 月开始向部分从中国进

口的产品加征关税。其次，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被安全化后，美国政府开

始打压中国媒体并阻碍中美正常人文交流。再次，在科技关系被安全化后，

美国开始打压中国的科技企业。将华为在 21 个国家的 38 家附属企业列入实

体清单，实施出口管制，强迫字节跳动关闭或出售抖音（TikTok）在美国的

业务，在美国境内禁止与微信（WeChat）和抖音进行交易。拜登执政后依然

延续这种打压政策。显然，美对华关系安全化推动了一系列极端政策的实施，

制裁、打压与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常态。 

事实上，这些打压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，反而造成美国的巨大损失。

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2021 年的评估结果，美国因与中国在贸易领域的

争端减少了 24.5 万个就业岗位。② 在科技市场，有研究指出若美国继续对

中国实施出口管制，2023—2025 年，美国的半导体企业可能损失 8%的全球

市场份额和 16%的收入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有关企业削减研发投入并直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Timothy R. Heath, “What does America’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Mean for Competition 

with China?” Rand Corporation, November 9, 2018, https://www.rand.org/blog/2018/11/what-does 
-america’s- political-polarization-mean-for.html. 

② “US-China Trade War Cost up to 245,000 Jobs, Says Study,” China Daily, January 16, 
2021, http://www.chinadaily.com.cn/a/202101/16/WS60025a75a31024ad0baa309f.html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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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 1.5 万—4 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。① 不仅在经济领域遭受损失，美国的

对华打压政策也并未提高其国际领导力，欧洲盟友对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国

际秩序多次表达了不满。 

在特朗普政府之前，美国历届政府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以美国主导的国

际秩序，维护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威地位，并在一定情况下做出适度

让步。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并非通过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来维系，而是通

过保持全球利益体系的相对均衡与稳定来实现。美国长期以来试图将中国纳

入全球体系的努力，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其霸权体系的稳定，绝非出于对权

力的善意让渡。在诸多国际议题上，美国需要与中国展开多维度合作而非对

抗，以降低其维护现有秩序的成本。 

因此，安全化议程下的对华打压政策及其导致的中美对抗，本质上对美

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无任何益处。对抗性政策只能加速现有体系的崩

溃，这也是拜登政府一直试图为美国对华竞争安装所谓“护栏”，将竞争、

对抗与合作进行拆分的原因。但坚持对华打压政策却是在安全化政策下美国

政府无法回避的“政治需求”。这造成一个特殊的现象，即美国在不断加大

对华制裁与遏制力度的同时，又试图寻求与中国合作。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导

致其政策在目标与手段选择上的悖论，虽然打压与遏制无法实现政策目标，

但是却不得不在打压与遏制中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。 

（四）安全化悖论下的政策困境 

在美国对华政策结构中，认知、动机与手段这三个因素受到安全化议程

的影响，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。安全化在通常的社会治理中具有一定的正向

功能，通过将传统安全无法覆盖的风险因素转化为安全问题，可以催生新的

治理机制。但是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掺杂了过多的认知偏见与政治利益，

使其负面效应凸显，抑制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理性声音，将美国对华政策推

向极端。在这种极端政策下，基于理性的判断失去了市场，政策的制定更多

是为了迎合公众或者利益集团的偏好。认知、动机与手段三个维度的政策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Antonio Varas and Raj Varadarajan, “How Restrictions to Trade with China could End US 

Leadership in Semiconductors,” Boston Consulting Group, March 2020, https://web-assets.bcg. 
com/img-src/BCG-How-Restricting-Trade-with-China-Could-End-US-Semiconductor-Mar-2020_t
cm9-240526.pdf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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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相互制约，使美国政府难以摆脱安全化的影响，导致多方面对华政策困境。 

第一，在认知悖论下，美国政府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“他者”身

份。即使美国政府试图缓和与中国的关系，防止中美关系恶化特别是中美之

间的大国战略稳定失控，也不能公开采取重塑中国身份的行动。这导致美国

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政策无法得到其国内相关人群的支持，从而使中美关系

改善举步维艰。显然，动机悖论与手段悖论强化了中美关系的对抗性，也强

化了美对华敌对认知，在中美关系理念层面产生负面效应。 

第二，在动机悖论下，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将无序扩张。美国对华政策的

动机与目标是相互分离的，因此政治进程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可以取得积极的

政策效果。安全化的成功将激励一些美国政客持续使用这一手段，而政策效

果不佳则又将推动一些美国政客加大安全化的力度。这造成安全化在议题层

面的横向扩散，安全化施动者试图通过扩大安全化议程所涉及的领域，来获

取更多权力并实现政策目标。这种做法将给中美关系制造更多风险点，既为

认知悖论提供新的素材，也为手段悖论开辟新的“战场”。 

第三，在手段悖论下，中美关系难以避免陷入对抗的局面。经过极端安

全化，美国对华打压与遏制成为难以控制的政治冲动，也使其在解决中美关

系问题上形成路径依赖。从竞争到对抗、从对抗到冲突的边界逐渐模糊，非

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部分非安全问题被安全化为传统安全问题。美国持续加大

对华打压力度，同时对抗环境也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与进一步政治

动员的需求。 

上述三种悖论及其之间的联动效应，将美国对华政策的选项限制在较小

的范围内。在当前美对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、国际秩序面临大变革的时代背

景下，被安全化议程束缚的美国政府很难在政策转变上有所作为，其不惜代

价延续冷战思维，继续推动大国对抗的现实短期内恐难以改变。 

 
三、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影响 

 

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冲击中美关系模式，损害中美关系基础，已超越偶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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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政治操弄，演变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。双方的分歧被美国建构为“安全

威胁”，当利益和价值观念被安全化后，将制约中美关系的发展。 

（一）过度安全化导致大国竞争异化 

过度安全化导致大国竞争关系异化。竞争关系在不同领域对社会产生的

影响不尽相同。当竞争集中于经济、科技等资源可增长、可再生领域时，竞

争者关注如何提升创造资源的能力，促进社会发展、进步；① 当竞争聚焦于

安全等零和博弈领域时，竞争者更关注资源转移。因此，安全竞争往往造成

负面效应，诱发各种形式的矛盾与冲突。② 

安全化操弄将经济、科技议题与安全挂钩，将正常的竞争转变为安全竞

争，导致竞争逻辑与手段发生异化。在竞争逻辑上，当经济、科技竞争转变

为安全竞争时，原有发展逻辑被生存逻辑取代，竞争失败的后果变得不可承

受，必然催生恶性竞争。在竞争手段上，安全竞争导致竞争手段由发展转为

压制。鉴于安全具有明显的相对性，通过削弱对手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身

安全，这导致在安全竞争中更易出现打压与遏制对手的现象。 

异化的竞争使大国关系变得脆弱。美国试图以安全化为手段进行政治动

员，积聚更多资源开展对华竞争，但安全化操弄使良性竞争变为安全博弈，

原本的良性竞争异化为以打压与遏制为主要手段的恶性竞争。美对华恶性竞

争将导致双输的结果，甚至导致双方陷入安全困境。 

（二）泛安全化造成安全风险外溢 

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向各领域全面延伸，出现泛安全化现象。随着美对华

竞争的持续，几乎所有问题都被纳入安全议程中。美对华关系安全化泛化的

同时，也伴随着安全风险的外溢，出现许多新的安全风险。首先，在美国国

内，中美关系泛安全化导致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走向极端，使中美关系恶化有

了民意基础。例如，美国将台湾问题纳入安全化范围，对台立场被建构为“美

国价值安全”的一部分。在此背景下，美国民众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发生重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王达：《论中美经济关系“新范式”的意义、内涵与挑战》，《东北亚论坛》2019

年第 4 期，第 34—46 页。 
② 何汉理：《美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》，载沈大伟主编：《纠缠的大国：中美关系

的未来》，丁超、黄富慧、洪漫译，新华出版社 2015 年版，第 279—280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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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变，这一民意基础的变化可能诱发台海局势失控，中美大国冲突风险骤然

上升。其次，在国际层面，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外溢成为地区冲突与矛盾的根

源。一方面，美对华安全化叙事在日本、澳大利亚这些美国盟友中造成广泛

而深远的影响，造成这些国家对华关系的消极转变。① 另一方面，美对华关

系安全化促进了其他地区在经济、科技领域的安全化进程。例如，中美在经

贸、科技领域的冲突引发欧盟的不安，使其将数字技术的对外依赖视为重要

安全风险。② 欧盟通过推动“欧洲数字主权项目”与颁布《通用数据保护条

例》（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, GDPR）等措施，增强技术自主能

力，维护数字领域的安全。 

中美关系的泛安全化推动了美国国内与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化议程。这形

成了经济、科技与文化领域的议题与安全议题挂钩的态势，全球开放程度下

降，全球合作成本提高，传统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。 

（三）中美关系全面安全化动摇全球战略稳定根基 

冷战后的战略稳定由单一军事（核）战略稳定延伸到政治、经济等非传

统安全领域，形成复合战略稳定状态。复合战略稳定是一种多层次、多主体、

多因素跨域影响、互相制约的战略稳定格局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国际关系呈

现出各因素彼此联系、相互依赖，各主体间利益深度交织的特征。以罗伯

特·基欧汉（Robert O. Keohane）和约瑟夫·奈（Joseph S. Nye, Jr.）为代表

的学者提出“复合相互依赖”概念，将多维度互相依赖视为构建战略稳定的

重要因素。③ 这一思想被各国接受，由全球贸易与人文交流构筑的利益关系

网络推动国际关系从对抗转为合作。但是，美国推动的对华关系安全化严重

动摇国际秩序根基。安全化叙事解构相互依赖叙事，复合相互依赖倡导的合

作共赢被安全化叙事建构的安全风险瓦解。美对华关系安全化叙事通过对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例如，在经贸领域，日本积极推动“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”，加强政府在对华贸

易与投资领域的审查权，通过安全化方式以行政权力取代市场规则。蔡亮：《“泛安全化”

视域下日本对华政策研究》，《日本学刊》2022 年第 6 期，第 1—23 页。 
② “The Vonder Leyen Commission’s Priorities for 2019-2024,” European Parliament, June 

2020, https://www.europarl.europa.eu/RegData/etudes/BRIE/2020/646148/EPRS_BRI(2020)646 
148_EN.pdf. 

③ 罗伯特·基欧汉、约瑟夫·奈：《权力与相互依赖（第四版）》，门洪华译，北京大

学出版社 2021 年版，第 28—35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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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间经济、科技等领域的紧密联系进行歪曲解读，回避成就，夸大风险，通

过“制裁”“脱钩”政策坐实“风险预言”。安全化叙事最终破坏的是国际

社会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信心，改变国际社会的认知。 

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霸权地位的“修正主义国家”，“是美国

利益的长期威胁”，① 因而在对华关系层面不惜破坏全球经济秩序，导致其

他国家利益受损，影响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、全球战略稳定的期待。

当安全利益取代经济利益、全球博弈取代全球合作，在全球化基础上逐步形

成的复合战略稳定状态受到冲击，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将

在世界范围内以不同方式反复出现。从大国关系到区域安全，安全化议程将

重新塑造全球战略稳定格局。 

总之，美对华关系安全化是一种政治操弄，既不符合“民主”原则，也

难以满足治理绩效的要求，是一种纯粹的权力政治行为。安全化的施动者能

够规避制度与结构的限制，直接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，造成颠覆性后果。当

前，中美关系被美国右翼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群体利用安全化叙事绑架。对

此，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，及时遏制这一危险趋势，回归理性，遵循各自传

统的政治规则，缓和矛盾，避免安全化失控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。 

 
结    论 

 

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了未来国际关系的格局。通过对美国对华关系安全

化的表现形态的分析，我们发现这一安全化趋势在纵向上深入理念层面，在

横向上扩散至所有社会领域，同时具有泛安全化与过度安全化的特征。 

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，安全化并不具备价值属性，其本质上是社会主

体对新安全风险在认知领域的回应。安全化也并不必然是一种负面社会效

应，通过安全化将新的风险纳入政治议程中，是形成安全共识、控制风险、

实施安全治理的前提。但是，过度使用安全化方式来应对社会问题，特别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, “Indo-Pacific Strategy Report: Preparedness 
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,” U.S. Department of Defense, 2019, p. 7, 
https://media.defense.gov/2019/Jul/01/2002152311/-1/-1/1/DEPARTMENT-OF-DEFENSE-INDO
-PACIFIC-STRATEGY-REPORT-2019.PDF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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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国家间关系则非常容易陷入安全化困境，造成安全化施动者被安全化反

噬，其政策被安全化绑架。 

通过对美国对华政策安全化的分析，不难发现，特朗普政府在民粹主义

思潮影响下，利用安全化实施政治动员，开启了对华关系全面安全化的大门。

在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从激进到极端的发展过程中，美国政府在认知、动机

与手段三个维度陷入悖论。造成这种悖论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将安全化作

为社会动员工具，安全化目标与政策目标之间出现错位。 

通过安全化获得政治权力，并进一步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，使安全化与

战略目标之间的关联弱化，其实质上是将安全化变成一种政治技巧。当安全

目标与战略目标一致时，安全化的确能够发挥巨大的社会动员功能来解决问

题，这一社会过程在冷战时期被证明是有效的。但在中美关系中，情况已发

生了巨大变化，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大多来自美国政客的偏见。将中美关

系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，除了增加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外，无法真正解决

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。在这一背景下，美国一些政客陷入推动安全化、强化

政治动员的路径依赖中。加之美国社会对华政治氛围日益恶化，导致美国政

府难以做出有效的政策调整，只能在对华关系安全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虽

然美国政府试图扭转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局面，但是在政策上依然难以放弃

对华强硬的老路。 

安全化导致的政策悖论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，需要双方共同努力

采取有力举措管控这一趋势。大国关系安全化一旦失控，泛安全化现象也将

难以管控，安全议题的内在联动性使得非传统安全危机可能传导至传统安全

领域，直接威胁大国战略稳定。中美双方都应充分认识这一危险趋势，应对

此保持高度警惕。哥本哈根学派将安全化视为一种消极的政治现象，提出“去

安全化”的概念，却未给出实践方案。① 陷入政策悖论中的美国政府在短时

间内不可能采取去安全化措施，较为现实的应对路径是在重构中美战略稳定

的指导思想下，引导美对华关系安全化模式的转换，将安全化由政治动员模

式转换为风险治理模式，将安全问题与安全治理统一起来，把双方的安全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 Kristian Atland and Kristin Ven Bruusgaard, “When Security Speech Acts Misfire: Russia 

and the Elektron Incident,” Security Dialogue, Vol. 40, No. 3, 2009, p. 33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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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纳入可靠、可控的安全治理体系中，形成制度化的安全治理模式，以专业

的治理实践与理性的政治协商来应对安全问题。 

展望未来，中美关系将继续向前发展。首先，中美将重新定义两国的安

全关系，重新界定两国战略稳定的内涵与外延。当前，中美之间在安全概念

上存在分歧，导致安全化现象难以根除。在中美之间形成稳定的安全共识与

身份认知后，安全化的运作空间将会被压缩，认知悖论也将逐渐消解。其次，

中美应形成新的安全沟通机制，建构安全冲突“防火墙”。安全化的手段悖

论是导致安全性质改变的重要因素，极端化的政策手段可以将非安全议题转

变为安全议题，也能够将非传统安全矛盾转变为传统安全冲突。如果中美之

间形成安全沟通机制，建立安全冲突“防火墙”，就能控制政策手段的极端

化，防止安全政策变成风险源头。再次，美国国内政治环境趋于稳定有利于

中美关系的稳定。政治极化与政治动员导致安全化政策动机的悖论。当美国

国内政治环境走向稳定，理性思考将重新成为主流，这有利于削弱安全化的

政治动员色彩，使其变得更为技术化与专业化，避免极端化现象出现。最后，

国际格局的稳定有利于中美关系稳定。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主要受到国际格

局发生调整与变迁的影响，当国际格局趋于稳定，促使安全化野蛮生长的外

部条件将会减少。但是，安全化现象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安全化留下的政治遗

产也会消失。经历了这一轮极端安全化过程的中美关系必将形成一种新的动

态平衡，从而建构新的中美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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